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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移民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其社会空间隔离状况的认识仍局限于少数中心城
市。全面测度 2000、2010年 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和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的互动指数与隔离指数，
发现该群体的居住空间由总体轻度隔离增至中度隔离，市辖区的居住隔离问题比市域范围更严重，隔离
程度在一二三线城市依次递减，在东部、中西部、东北地区逐步下降。“市场－制度”模型能较好解释上述
隔离格局，经济发达城市中的高房价将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新移民基本排斥在中高档社区之外，国际资
本扩张带来的社会极化进一步导致空间极化，而缺乏本地户口的新移民难以享受公共住宅等部分公共服
务，加剧了居住隔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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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居住隔离系指具有某些相同社会属性的居民

毗邻而栖，隶属不同人群的个体相互远离、缺乏互
动、彼此排斥的空间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隔离
形式包括种族隔离和阶层隔离。［1］作为社会不平
等在空间上的映射，社会空间隔离将导致弱势群
体集聚区在经济领域面临就业机会萎缩和收入增
长停滞，在政治领域缺乏政府投资和优质公共服
务，在文化领域盛行反主流价值观和街头暴力风
气，在社会领域丧失集体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
力。［2］为避免社会不平等问题陷入恶性循环，定期
评估各类人群的空间隔离状况、变化趋势及其影

响因素已是欧美各国制定融合性公共政策的基
础，也成为西方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3］

从总体格局来看，美国城市中黑人与白人的
居住隔离程度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所下降，但
仍居高位，亚裔、拉丁裔与白人的隔离程度略有增
加［4］［5］，欧洲城市的种族居住隔离程度则相对较
低。［6］由经济视角和制度主义构成的“市场－制度”
模型为解释社会空间隔离状况提供了基本框架。
作为市场经济视角的代表，空间同化理论认为，即
便不存在制度性障碍或文化偏见，不同族群也会
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自动产生种族隔离，这
在高房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7］全球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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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国际资本渗透及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引入
使社会结构的两极化问题愈加凸显，拉大了跨国
公司精英阶层与以移民为主体的低技能阶层之间
的收入差距，而社会极化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极化
和居住分异，令城市社会空间日趋分化、碎化。这
一规律不仅发生在全球城市，也存在于受全球化
影响的其它城市。［8］制度主义强调，公共政策及政
府施政会直接影响居住隔离状况，如东欧国家实
行的住房市场化改革降低了阶层间的空间融
合［9］、美国针对种族歧视性限制购房租房行为的
行政禁令则有利于缓解族群隔离。［10］

与西方社会不同，大部分中国城市由汉族人
口占据绝对多数，且外国移民的数量极其有限，因
此不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但从改革开放至
今，人户分离的国内移民规模逐步扩大，已成为城
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人群的空间隔离
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从隔离程度来看，
2010年广州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隔离指数超过了
美国亚裔移民空间分异的平均水平［11］，同期深圳
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比广州还高。［12］近年来，特大
城市人口构成的多样性普遍上升［13］，但在北京、乌
鲁木齐等地新移民与本地人的混居性变弱、群居
性变强［14］［15］，而两类人群在合肥的隔离程度却呈
下降态势。［16］上海案例表明，城市内部各圈层的居
住隔离状况不尽相同，新移民与本地人在郊区比
在中心城区更趋隔离。［17］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出
现的社会空间隔离现象是市场化机制与国家制度
政策相混合的结果。［18］城市政府将非本地户籍人
口排斥在各类公共住宅的供给对象以外，加之多
数新移民收入有限，只能集聚在低端的私人租房
市场，于是形成了由大量外来人口构成的、相对孤
立的城中村聚落。［19］

然而，既有研究仅聚焦于北上广深等少数中
心城市，不同文献的测算方法、分析单元、研究时
点也各有差异。总的来看，学界尚未对我国各个
城市中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状况形成全局性认
识，无法全面开展跨城市的横向比较与历时性的
纵向比较，难以对其成因进行系统性探索，制约了
相关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为弥补上述缺
憾，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统一
将街道乡镇尺度作为统计单元，以 287 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 2010年口径) 为研究对象，逐一测度各
市市域范围及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互
动指数和隔离指数，以完整展现 2000 ～ 2010 年我

国所有城市中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现状。然后，基
于“市场－制度”模型解释这一社会空间分异的形
成机制，检验经济视角和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情
境下的适用性。

二、研究设计
( 一) 隔离测度方法
社会空间隔离存在均质性( evenness) 、接触性

( exposure) 、集中性 ( concentration ) 、中心性 ( cen-
tralization) 和集聚性( clustering) 等维度。［20］其中，
又以均质性维度( 如 D 指数) 和接触性维度( 如 P
指数) 最具代表性。［21］相较于关注均质化分布程
度的测量方法，接触性维度更能直接反映两类人
群之间发生社会互动的概率，更为接近社会空间
隔离的概念本质［22］，并在实证分析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23］［24］［25］因此，本研究采用接触性维度中的
两种核心指标，即互动指数( interaction index) 和隔
离指数( isolation index) 来量化新移民的居住隔离
状况。［26］

较之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范围，市辖区中
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关联更加紧密，为稳健起见，
本文先后对市域和市辖区两个地理范围内的居住
隔离程度进行测量。研究时点为 2000和 2010年，
研究对象为 2010 年口径下的 287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对于 2000年属于地区、2010 年升格为地级
市的城市，其 2000年的市辖区范围参照 2010年的
行政区划。东莞、中山、嘉峪关等极少数地级市不
设市辖区，因其面积较小，令这些城市市辖区的互
动指数和隔离指数等同于市域值。

互动指数 xP* y旨在测度新移民 x与本地人 y
的社会交往概率，取值范围为 0 ～ 1。值越高，表示
两类人群在城市中相遇的可能性越大。各市xP* y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1) 所示，xi、yi、ti分别指街道乡
镇 i的新移民数量、本地人数量、全体常住人口总
数，X为全市市域( 或市辖区) 的新移民总数，n 为
全市市域( 或市辖区) 的街道乡镇个数。

xP* y =∑
n

i = 1
{［xi /X］［yi / ti］} ( 1)

与之相反，隔离指数 xP* x反映新移民之间彼
此相遇的概率，取值范围也为 0 ～ 1，各市 xP* x 的
计算方法如公式 ( 2) 所示，参数与公式 ( 1) 相同。
其值小于 0．3，说明该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轻;
0．3～0．6表示存在中等强度隔离;大于 0．6，则该市
新移民面临严峻的空间孤立困境。

xP* x =∑
n

i = 1
{［xi /X］·［xi / t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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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计量模型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市场－制度”模型对各

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进行解释。在经济视角下，
空间同化理论提出，发达城市的高房价排除了多
数新移民入住中高档社区的可能性［27］; 根据全球
城市理论，国际资本涌入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极化
和空间极化。［28］因 2000 和 2010 年尚无针对所有
地级市的平均房价数据，故以人均 GDP 作为代理
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 FDI) 的自然对数被用于
评价国际资本在各市的渗透程度。

在制度视角下，中国实行阶梯式的户籍管理
制度，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高过二线城市，二线城
市又严于其它城市。没有本地户籍便无法申请公
共住宅，使新移民更难融入本地社区。［29］为此，本
研究引入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二线城市( 除广深
以外的副省级城市、省会、天津、重庆) 两个哑变量
以反映落户难度，其它城市则为参照项。除了户
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分房制度对当代城
市社会空间尚具影响，不依赖经济资本的分配方
式有利于社会融合。［30］尽管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取
消，国有经济占比仍是体现市场化程度的反向指
标，本文亦将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数占城
镇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另以东北地区为参照项，纳入东部、中
部、西部 3 个反映城市所在区域的哑变量。除哑
变量外，其余变量分别按 2000、2010 年的市域和
市辖区口径进行计算。考虑到省域内各市新移
民的隔离程度可能受到一些共同因素干扰，使同
一省份内不同城市间的干扰项具有相关性，因而
采用 OLS+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拟合模型。由
于存在 xP* y+xP* x = 1 的数量关系，解释变量影
响 xP* y 和 xP* x 的回归系数恰好正负相反，为

避免信息重复，回归分析时仅把 xP* x 作为被解
释变量。

( 三) 数据来源
各市各街道乡镇的新移民、本地人和常住人

口规模来自依“五普”数据发布的《中国乡、镇、街
道人口资料》和依“六普”数据发布的《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其中，本地人系
指居住在本地、且户口也在本地的人口，新移民则
指人户分离人口，其规模由该街道乡镇的常住人
口数扣除本地人口数获得。

在解释变量部分，地级市市域和市辖区的人
均 GDP 来自《城市统计年鉴》，各类企业从业人
数、外商直接投资额、2000年未成为地级市的地区
及其下辖区的人均 GDP 源于《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城镇常住人口数来
自《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 2010 年人口
普查分县资料》。

三、新移民居住隔离状况
经计算发现( 表 1) ［31］，2000 年中国新移民在

各市市域及市辖区的隔离指数均值分别达 0．232、
0．287，2010年增至 0．317 和 0．381，互动指数则呈
下降趋势。如上所述，隔离指数小于 0．3表示轻度
隔离，可见我国新移民的居住空间正由总体轻度
隔离转向总体中度隔离。与美国的种族隔离程
度［32］相比，我国新移民的整体居住隔离程度低于
黑人和拉丁裔人口，但略高于美国亚裔群体。而
从变化趋势来看，较之美国黑人隔离指数的下降，
以及拉丁裔、亚裔相对平稳的隔离指数［33］，中国城
市新移民的隔离指数迅速攀升、互动指数大幅下
降。反映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新移民的
社会空间隔离问题日益突出，应当引起城市规划
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表 1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新移民隔离指标均值

互动指数 xP* y均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 2000年差值

隔离指数 xP* x均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 2000年差值

市域 0．768 0．683 －0．085 0．232 0．317 0．085
一线城市 0．436 0．340 －0．096 0．564 0．660 0．096
二线城市 0．628 0．527 －0．101 0．372 0．473 0．101
其它城市 0．790 0．708 －0．082 0．210 0．292 0．082
东部城市 0．725 0．629 －0．095 0．275 0．371 0．095
中部城市 0．793 0．714 －0．079 0．207 0．286 0．079
西部城市 0．778 0．689 －0．089 0．222 0．311 0．089
东北城市 0．798 0．749 －0．049 0．202 0．251 0．049
市辖区 0．713 0．619 －0．094 0．287 0．381 0．094
一线城市 0．429 0．332 －0．098 0．571 0．668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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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互动指数 xP* y均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 2000年差值

隔离指数 xP* x均值
2000年 2010年 2010与 2000年差值

二线城市 0．593 0．494 －0．098 0．407 0．506 0．098
其它城市 0．733 0．640 －0．093 0．267 0．360 0．093
东部城市 0．660 0．569 －0．091 0．340 0．431 0．091
中部城市 0．721 0．641 －0．080 0．279 0．359 0．080
西部城市 0．745 0．620 －0．125 0．255 0．380 0．125
东北城市 0．761 0．713 －0．048 0．239 0．287 0．048

中国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状况还具有明显的地
区差异( 图 1、2) 。

首先，2000和 2010 年各市市域的平均互动指
数高于市辖区，隔离指数低于市辖区，说明新移民
在经济社会活动集中的市辖区面临更严重的居住
隔离，这一现象在所有等级城市和所有区域中普
遍存在。

其次，2000 年一线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
指数均值分别高于二线城市 0．192、0．164，2010 年
这一差距略微收窄至 0．187、0．162。其中，深圳市
的互动指数始终位列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之末，

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互动指数也排在全国倒数前
十位左右。2000年二线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
指数均值分别高于其它城市0．162、0．140，2010 年
该差距增至 0． 181、0． 146。统计显示，2000 年在
74．1%和 70．4%的省份( 或自治区) 中，副省级城市
或省会城市市域和市辖区的隔离指数位居全省
( 或自治区 ) 第一，2010 年这一比例为 77． 8%、
59．3%。总之，除内蒙古等地的少数边疆城市或工
矿型城市［34］外，城市等级越高，新移民居住空间的
孤立概率越大，与本地人的互动概率越低。

图 1 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互动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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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移民的隔离指数分布

再次，在区域格局上，2000 年东部、中部、西
部、东北城市市辖区的互动指数均值依次提高、
隔离指数均值逐步下降。在 2000 年市域范围和
2010 年市域及市辖区范围内，西部城市的隔离
指数均值超过了中部。不过，东部地区始终是新
移民居住隔离问题最严重的区域。在隔离指数
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中，东部城市约占 13 ～ 14 个;
至 2010 年，在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等外贸
经济发达、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群已形成明显的
隔离高发连绵带。

最后，就变化趋势而言，十年间一线城市与
二线城市的互动指数平均降幅( 即隔离指数平均
增幅) 几乎相当，且变化幅度大于其它城市。在
市域范围内，东部城市的互动指数降幅最大; 在
市辖区范围内，西部城市的隔离指数增幅更大。

四、“市场－制度”的解释性框架
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市场－制

度”模型解释各市新移民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并
检验以人均 GDP 及 ln FDI 为代表的经济视角和
以城市等级及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制度视角的解
释力( 表 2) 。

从市场经济视角来看，人均 GDP 与新移民隔

离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关联。当保持其它因素不变
时，2000年各市市域或市辖区的人均 GDP 每提高
1万元，隔离指数将分别增加 0．054 和 0．038; 2010
年该回归系数虽降至 0．025和 0．015，但仍在 0．00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相较于欠发达城市，房价、物
价等生活成本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更高，新移
民在当地扎根安家的经济负担相应提升，而多数
新移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教育技能欠佳、社会网络
同质，无力承担在本地人较多、区位条件良好的老
城区或中高档社区居住所需的各种费用，只能落
脚于房价及房租便宜的城郊或城中村，于是逐渐
形成了以新移民为主体、相对孤立的社会聚落。
诚如空间同化理论所言，社会空间隔离在一定程
度上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

与之相似，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也与
各市新移民的隔离指数呈显著正向关系。若该
市市域或市辖区的 FDI 增加 100%，2000 年该地
的新移民隔离指数将相应上升 0．007 和 0．008 个
百分点，2010 年上升 0．004 和 0．003 个百分点。
尽管解释力相对有限，但这一数量关系证明，全
球城市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城市移民的居
住隔离。国际资本的涌入和跨国企业的壮大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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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庞大的白领阶层，与此同时，后福特制生产
模式创造出大量低技能、低福利、不稳定的弹性
就业机会，这些工作基本由新移民从事。而因全

球化带来的社会极化会进一步引致空间极化，加
剧新移民的居住隔离。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2000年市域 xP* x 2000年市辖区 xP* x 2010年市域 xP* x 2010年市辖区 xP* x
人均 GDP( 万元) 0．054＊＊＊ 0．038＊＊＊ 0．025＊＊＊ 0．015＊＊＊

ln外商直接投资额( 万美元) 0．007＊＊ 0．008＊＊ 0．004* 0．003*

一线城市 0．227＊＊＊ 0．269* 0．209＊＊＊ 0．256＊＊＊

二线城市 0．115＊＊＊ 0．073＊＊＊ 0．128＊＊＊ 0．125＊＊＊

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比重 －0．121＊＊ －0．119＊＊ －0．327* －0．365*

东部 0．019 0．036* 0．057＊＊ 0．031
中部 0．022 0．046＊＊ 0．039* 0．012
西部 0．049＊＊ 0．050＊＊ 0．068＊＊＊ 0．044*

常数 0．121＊＊＊ 0．164＊＊＊ 0．171＊＊＊ 0．127＊＊＊

adＲ2 0．449 0．475 0．573 0．401
F值 30．052＊＊＊ 32．978＊＊＊ 48．937＊＊＊ 24．91＊＊＊

注: ＊＊＊、＊＊、* 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2000 年一线城市市域
及市辖区的新移民隔离指数比一般地级市高出
0．227和 0． 269，2010 年该回归系数为 0． 209 和
0．256，二线城市隔离指数超出一般地级市的幅度
虽小于一线城市，其哑变量仍全部显著为正。这
一结果是在控制了经济因素的前提下取得的，故
一二线城市高企的隔离指数与这些城市存在的制
度性障碍密切相关。当前，未能取得本地户口的
新移民被基本排除在公共租赁住房、限价房、经济
适用房等城市公共住宅的供给对象之外，在子女
教育等居住配套方面也无法完全享受公平均等的
公共服务。而各地落户门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城
市等级，落户标准呈现阶梯式特征，一线城市落户
条件最高，二线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最低，这在
客观上造成一二线城市中的新移民难以融入部分
由本地人主导的居住区。上述情况在一线城市市
辖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市辖区模型中一线城市哑
变量的回归系数高于市域模型。

此外，各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
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越高，城市新移民的隔离指
数会随之显著降低。尽管自 1998 年起福利分房
制度已被取消，但城市国有经济占比普遍被视为
市场化程度的反向变量。国企、机关、事业单位
员工在薪酬分配、福利制度、配套保障等方面保
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平化倾向，一些单位甚至会在
城市的较好区位为新移民员工配有宿舍或限价
房;私营经济体则大多秉持强烈的市场竞争导

向，为压缩利润赢得生存，雇佣了更多短工、临时
工等未参加社保的非正规从业者，新移民员工的
住房一般需要个人在住房市场上自行解决。这
一发现也与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加剧了社会隔
离的结论相吻合。［35］

五、结论与讨论
新移民已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对新移民居住隔离状况的研究相对有限，
基本停留在针对少量中心城市的碎片化认识阶
段，现状模糊又进一步限制了对其影响因素和社
会效应的探索。为弥补这一文献空隙，本文利用
28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所有街道乡镇的“五
普”、“六普”人口数据，逐一计算了 2000、2010 年
各市市域范围及市辖区范围内新移民与本地人的
互动指数和新移民的隔离指数。这是对我国城市
社会空间隔离状况的一次初步梳理，有望为开展
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研究发现，2000 至 2010 年我国新移民的居
住空间已由总体低度隔离增至中度隔离，新移民
的居住隔离程度呈一二三线城市依次递减，东
部、中西部、东北城市逐步下降的整体态势，至
2010 年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隔离高发连绵
带。此外，新移民的居住隔离现象在经济社会活
动集中的市辖区比在市域范围更为严重。在中
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新移民涌入城市并
且开始从事非农工作，但他们被愈发孤立在城市
内部的特定区域，缺乏与本地人接触互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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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不仅会诱发贫困、歧视、暴力、犯罪等次生
社会问题，还使学习缄默知识、增加城市归属感、
拓展社会网络、增进人际互信、融入主流生活变
得愈加困难，而这些社会化环节恰恰是能否实现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
尽管形式各异，社会空间隔离不再是西方国家的
专有现象，新移民的居住隔离困境已是中国各级
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特大城市治理过程中必须
面对的重要议题。

研究表明，由空间同化理论、全球城市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构成的“市场－制度”模型适用于解
释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状况。从市场
经济视角来看，经济越发达、平均房价越高、生活
成本越大的城市会形塑出等级化的空间分异结
构，让以中低技能和中低收入为主体的新移民不
得不选择在价格洼地的社区中居住。全球化带来
的社会极化则会进一步促进空间极化，而且随着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全球化的影响并未局限于
一二线城市或东部地区。从制度主义视角看，尽
管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但依附于户籍制度的
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公共住宅和居住配套的区
别化供给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一二线城市
的落户条件依然偏向少数高知群体，大量新移民
只能租住在城中村或低收入社区。总之，市场经

济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风险，而
绝大部分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尚未得到制度层面的
充分关注，居住隔离正是这一社会运行机制在空
间上的投影。

研究认为，应当全面评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
化开放对我国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产生的差异化
影响，在以效率优先的原则下更加重视分配问题，
更好地发挥城市政府的托底性职能。为抑制市场
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恶化的新移民居住隔离问
题，需尽快将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纳入社会规划和
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容，加大小户型住宅供给比例，
弱化户籍在公共住宅申请标准中的权重，推广商
品住宅与公共住宅的混合配建模式，探索实施包
容性的城中村更新方法。［36］

受篇幅和数据所限，还存在如下局限: 第一，
在人类活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居住隔离只是
社会空间隔离的形式之一，基于真实活动空间的
新移民隔离状况有待厘清。［37］第二，本文仅从接
触性视角测量隔离程度，未来可基于均质性、集
聚性等不同维度系统揭示社会隔离的空间格
局。［38］当前，各街道乡镇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即将发布，大数据的挖掘与运用方兴未艾，
有望为拓展跨时点、高精度的社会空间隔离研究
提供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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